
|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 | 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 | 图书网 | 视频网 | 法理学国家级精品课程 | 文献数据中心 | ENGLISH |

首 页 基地概况 中心通知 中心讯息 学界信息 法治动态 学术论文 法谚法语 净月书屋 人才培养 招生信息 

论文精粹

法学理论

部门法哲学

学术书评

法苑随笔

程政举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教授 

    

关键词: 纠纷解决/证明标准/事实探知 

内容提要: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在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探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各个社会

在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时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判案标准。神灵裁判是古代社会人们在解决疑难案件时才采用的一种方法，

并不占主流地位，占主流地位的判案方法则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循实情而断案。在事实探知模式方面，人类经历了以

直觉经验为主的模糊真实到以理性经验为主的形式真实，再到规则意识较强的法律真实的发展过程。我国应确立法律真

实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疑难案件的处理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一、纠纷解决与证明标准的确立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在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中生存和发展。人类在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中

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探索出了一套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制度和方法，如神灵裁判制度、法定证据主义制度以及

自由心证制度等，就是人类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经验的结晶。综观人类解决纠纷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人类在解决各

种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探求事实真相，力图再现纠纷发生时的历史真相，是各个社会在处理自身矛盾和纠纷时追求的

共同目标和标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得到证实。如我国古典文献《尚书·吕刑》记

载：“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察辞于差，非从唯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

正。”这就是说，在审理案件时，要在原告和被告都到齐后，由司法官用察听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他们陈述的真伪，而

后定罪判刑。在审查辞讼时，从供词矛盾处考察真情，不服从的犯人也会服从。怀着哀怜的心情判决案件，明白地检查

刑书，互相斟酌，都要谋求公正。《周礼·秋官·小师寇》曰：“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

弊之，读书则用法。……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此外，

《周礼》对司法官在处理诉讼案件时，要据实断案、注重证据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如《周礼》记载：“凡民讼以地比

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从上述中国古

典文献的记载来看，在奴隶社会时期，人们在解决纠纷时，探求事实真相，循实情而断案，是裁判者追求的目标，也是

裁判官判案标准。 

从出土文献来看，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循实情而断案仍是裁判者在解决纠纷时所追求的目标和判案标准。如在1979年

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封珍式》中《讯狱》一节中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

其辞，虽智（知）其，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其解辞，有（又）视其

它毋（无）解者以复诘之。”[1]这段话的意思是，凡审讯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

然明知是欺骗，也不要马上诘问。供辞已记录完毕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于是便对应加诘问的问题进行诘问。诘问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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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又把其辩解的话记录下来，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没有清楚的问题，继续进行诘问。同时，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封珍式》的《争牛》、《贼死》、《经死》、《穴盗》、《出子》等案例的记载[1]，还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民事

争讼、命、盗、伤害等案件，须进行物证检验和现场勘查，并由勘查、检验的官吏按照司法文书形式写出勘查、检验记

录。这些都是人们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对案件事实探知模式方面的经验总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用法律的形式对证据进行分类，并对每一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作了规定。法定

证据制度的出现，说明人类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在事实探知模式上已从以直觉经验为主的模糊真实发展到以理性经验为主

的形式真实或法律真实。这是人类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对事实认知水平提高的结果。1790年法国议员杜波尔向宪法会议提

交了一份改革议案，最早提出了自由心证制度，随后的《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对此予以确认。自由心证制度经历了从

当初的秘密的自由心证制度发展到心证公开的自由心证制度的过程。自由心证制度，尤其是现代的自由心证制度并不是

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否定，而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扬弃，它保留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合理内核，承认不同证据在证明力上的

差异，同时赋予裁判者较多的心证自由。与以前的证据制度相比，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有较多的合理性，是人类对案件

事实真相探知上的又一进步，人类在事实探知模式方面已发展到规则意识较强的形式真实或法律真实。 

二、两大法系证明标准比较与分析 

两大法系在证明标准方面，在立法和学理上都采取二元制，即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上采取差别对待的办

法。但由于两大法系国家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在证明标准的表述和具体规定方面也不尽相同。 

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方面，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所谓盖然性占优势在本质上是指某一事

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分量与证明比反对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的证据的可靠性更高。“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

一般为在证据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主张被认为真实。”[2]美国

著名证据法学家摩根更形象地指出：“凡于特定事实之存在有说服负担之当事人，须以证据优势确定其存在。法官通常

解释说所谓证据之优势与证人之多寡或证据的数量多少无关，证据之优势乃在于使人信服的力量。有时建议陪审团，其

心如秤，把双方当事人之证据置于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有较大之力量。”[3]摩根教授对盖然性占优势的诠释

可谓透彻、形象。但是，有关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规定在英美证据法中则较为罕见，多见的则是英美较为细腻、庞杂

的证据规则。从笔者所能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只有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对此作了规定%[4]。大陆法系国家民

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在学理上被称为高度的盖然性，也称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所要求的证明，其必须的确信依据的是

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那样的高度，只要通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怀疑且达到作为其行动基础的程度就行。在民事诉讼证

明上，德国最高法院采用表见证明（法院利用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就一再重复出现之典型事项，由一定客观存在事实，

以推断某一待证之证据提出过程）的做法；在有关民事程序方面的事实证明上，德、日等国又根据证明对象的性质，将

有关待证事实分别适用稀明和证明。这些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 

在刑事诉讼的证明中，两大法系所采取的证明标准的表述是统一的，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将

案件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指控才能成立。排除合理怀疑是作出有罪裁决必须达到的证明程度，是对程序运行结

果的最后评价。合理怀疑一词，可以解释为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有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的怀

疑。合理怀疑不是随便怀疑，只能是有理由的怀疑，这种理由根植于诉讼证据，根植于人们普遍接受的经验、常识和推

理之中。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在证明程度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高于高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这种区别是由两种诉讼法的性质、案件的性质，

以及公民个人和一般社会大众对其关注程度不同决定的。在诉讼理论和立法上作这样的区分是合理的。两大法系虽然都

采取二元制的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的表述上也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具体制度的区

别，在标准的适用上有所不同。其一，英美法系国家有采取陪审制的传统，案件事实由陪审团认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则

无陪审制的传统，案件事实由法官认定。其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对抗制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的裁判者

地位，证据的提供、辩证均由当事人进行，法官仅仅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情况、庭审辩论情况，参照已有的证据

规则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法官主导的诉讼模式，法官对诉讼的进程、证据的判断有较多的主动

权。 



三、我国证明标准模式的选择 

所谓的标准，有两层意思：“①衡量事物的准则；②本身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标准时，标准

音。”[5]“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证明标准表述的是一种评价尺度，即达到何种认识程度时，裁判者可以据此作出事实

认定。”[6]在立法例上，证明标准的规定曾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是指证据的数量，这种立法例主要存在于法定证据

制度之中；二是指裁判者的认识程度，如英美法系的或然性权衡标准。 

我国的证明标准模式经历了从“一元制”到“二元制”或“多元制”的发展过程。在我国法制建设初期，刑、民事诉讼

标准并无分野，都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权威的《证据学》教科书对证明

标准的论述使我们对当时的证明标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国的证据制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基础，认为客观

事实是完全可以认识的，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无论是处理刑事案件或者民事案件，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

事实为根据。因此，办理案件的司法人员，首要的工作就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一系列证明活动，查明案件事实真

相。……一切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确实可靠，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准确无疑地反映客观情况，经得起实践检

验。”[7]这种理论是对我国当时的诉讼法律制度的真实反映。如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

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1982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五十

六条第&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此后，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证明标准上仍然沿袭以前的提法，并未作实质

改变。可见，两大诉讼法在证明标准的规定上并无区别，都采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审判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

把哲学中的认识论完全照搬到诉讼证明中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于是，法律真实模式逐渐被学者们接受。

法律真实模式承认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强调法律规范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法律真实观的学者认为，在法律

视野中，作为裁断依据的事实不是社会经验层面上的客观事实，而是经过法律程序重塑的事实；该事实因符合法定的标

准而作为定案的依据![6]。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

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200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三条作了相同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上

述规定说明我国已从立法上确立了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近年，理论界学者又提出了二元制或多元制的证明标准模式。所谓二元制的证明标准，是指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有

所不同，刑事诉讼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民事诉讼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所谓多元制的证明标准，

是指不仅三大诉讼法要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而且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区别[8]。 

笔者赞同在证明标准模式上采取二元制或多元制，但在具体表述上则有不同的看法。刑事诉讼采取较高的证明标准，即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与我国传统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并无本质区别。这种表述与我国循实情而断案的

历史法律传统相吻合，易于被裁判者和普通大众所接受。但是，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笼统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

准，笔者不敢苟同。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循实情而断案，一直是人类处理纠纷时所遵循的传

统。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是以概率为基础、以资料计算为依据的，但是，裁判者在作出判断时依据的是日常生活经

验、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理以及有关证据规则，很少考虑概率问题。事实上有些案件事实的判断很难用概率加以衡量，有

些案件即使有明显的证据优势，如果该事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抵触，这些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例如，原

告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伤，已知在原告被撞伤的路段上，51%的公共汽车由A公共汽车公司所有，49%的公共汽车属于B公共

汽车公司。原告仅以这一统计证据为依据向A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作出判决，除此之外，原告未提出其他证据。如

果被告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那么，裁判者能否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呢？法律的回答是“不行”。“在此应该提及一

点的是，人们不必机械地按照几率进行思维，而成为一名赌徒。……贝叶斯定理对于证据法探索的重要意义，主要是提

醒人们，概率的评估乃是处理不确定因素的一种有用且理性的方式。”[9]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

建立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为主，以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为辅的证明标准体系。一般案件采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



准，即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时，采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种证明标准体系既符合人类事实探知的法律文化传统，

也能满足现代有关诉讼证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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